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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范围内以员工为对象的微观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对员工 CSR 反

应的影响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通过对 26 篇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研究发现：以中国文化为

视角的研究阙如，未来可以探讨儒、释、道相关思想以及本土领导力等对员工 CSR 反应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尽管学界关注了 10 多种社会文化或个体文化价值观，但针对每种文化的研究不仅较少，且研

究之间缺乏可比性，未来有必要基于更多的文化视角丰富本领域研究；部分研究发现文化对员工 CSR

反应差异的解释力有限，未来可考虑文化与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现有研究的方法较为单一，建议未

来研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的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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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是指企业响应利益相关者诉求，兼顾经济、

社会和环境绩效的组织政策和行为[1]，旨在关注

企业和社会之间如何通过良性互动来促进人类

福祉[2]。CSR 迄今已成为商业全球化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标志。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关于

CSR 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学者们最

初只在社会层面关注 CSR 的合理性，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研究重点转向了组织层面，随后，此

类相关研究持续增多。近十年来，随着员工、消

费者、投资者和供应商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诉 

求不断增加，组织的决策者开始面临如何通过

CSR 实现合理地分配有限资源的问题[3−4]，由此

开始，从微观层面关注 CSR 对个体利益相关者

(包括员工、求职者、消费者等)的影响研究持续

增加。相比消费者和求职者，组织的 CSR 政策和

实践的有效性更多取决于员工的认知、态度和行

为，因此，员工的 CSR 反应成为了管理学者所关

注的热点。 

以往关于员工 CSR 反应的研究主要包括三

大方面：员工参与 CSR 活动的驱动因素、员工对

CSR 的评价过程、CSR 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的影

响[5]。尽管研究结果普遍支持 CSR 对员工的积极

影响，但结果之间仍缺乏一致性：如来自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员工 CSR 感知对组织承诺的影响水

平不一[6]；CSR 与员工的环境支持行为正相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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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相关[8]；内部 CSR(企业对内部员工所承担的

责任)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9]或不相关[10]。造成以

上矛盾结果的原因除了组织实践(如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领导力、组织或团队氛围、个体特质以

外，文化也成为一个新兴的解释视角[5,11]。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挖掘文化与员工 CSR

感知、CSR 取向及其相关的态度、价值观、行为、

个体绩效之间的关系[12−16]，绝大部分研究文化对

员工 CSR 反应的显著影响。然而，该细分领域研

究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以下诸多不足：

(1)尽管现有研究关注了 10 多种社会文化或个体

文化价值观，但针对每种文化的研究不仅较少，

且研究之间缺乏可比性；(2)研究结论存在矛盾或

缺乏一致性，例如，集体主义与外部 CSR(企业

对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环境等企业外部利益

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感知呈现正向或不显著的

关系，文化对 CSR 与员工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调

节作用显著性存在争议；(3)忽视了中国本土文化

的潜在影响，以往以员工为研究对象的 CSR 研究

大都存在去情境化的特征，并未充分考虑文化因

素的重要作用[16]。这些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对 CSR 的理解。事实上，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认知、态度、信念等方

面存在诸多区别，同一区域或组织内的个体文化

价值观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势必会影响员工对

CSR 的参与、评价以及相应的态度和行为。近年

的综述性研究已从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资

源管理等角度对员工 CSR 反应进行了系统性梳

理和述评[4,5,18]，但是忽视了文化在其中的重要作

用。为此，本文对该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

梳理并提出展望，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现有研

究中，文化对员工 CSR 反应的作用机制有哪些，

这些机制有何异同？(2)未来将如何丰富该领域

的研究，尤其是中国本土文化对员工 CSR 反应的

可能影响有哪些？ 

本文通过对 1987—2021 年的 26 篇与研究主

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首先重点梳理现有研究

所涉及的文化框架、样本情况、文化指标和定义；

而后分别从“文化作为自变量”和“文化作为

调节变量”的角度解析其作用机制；最后，对未

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分析与展望，以促进该领

域研究的深化，尤其是推动中国本土相关研究的

发展。 

 

二、研究概况 

 

(一) 整体分析框架 

文化是指来自同一语言系统、历史渊源和地

理环境的群体所共享的、可以代际传承的心理程

序，包括思维、感情和行为模式等，是一个群体

区分另一个群体的稳定特征[19]。管理学领域的文

化研究从社会、组织和个体三个层面展开。首先，

社会层面的研究主要将 Hofstede 、 GLOBE  

(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Schwartz、社会公理(social axioms，

又被译为“社会通则”)等文化框架确定的不同

国家/地区的文化指数作为基准，探讨管理现象因

文化不同而带来的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其

次，随着现代经济、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

发展，文化逐渐被认为是一个群体所共享的、与

工作和生活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环 境[20]。当员

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发展出较为稳定的影响

方式、互动风格和意义建构系统时，企业文化得

以形成[21]。在分析组织现象时，企业文化已经成

为重要的视角。最后，21 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全

球化带来了各种思潮的碰撞和融合，工作场所日

趋多元，文化地域边界不断模糊，同一国家、地

区甚至组织内的个体价值观异质性凸显[22−23]，进

而形成了鲜明的个体文化价值观。学者们基于主

流文化框架开发了针对个体文化价值观的相关

量表，并研究证实了这些量表对管理现象差异的

强大解释力。 

有关文化对 CSR 反应的绝大部分研究基于

Hofstede、GLOBE、Schwartz、社会公理等文化

理论或框架，探讨社会文化或个体文化价值观的

作用，仅有一项研究基于 Hofstede 文化理论实证

检验了组织文化（男性气质、权力距离等）对员

工 CSR 感知的影响[24]。尽管有少数学者关注了

企业的 CSR 文化、伦理文化、市场文化，但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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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少且独立于以上经典的文化框架，因此本综述

仅聚焦社会和个体层面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 Lytle 等[25]提出的基于文化视角的

组织管理研究分类方式，即根据文化的作用路径

将研究分为两类——文化作为前因变量的影响研

究(类型 I)和文化作为调节变量的影响研究(类 

型 II)。该分类方法已被 Kirkman 等[26]和 Tsui 等[23]

运用在其综述中，验证了其有效性。我们同时参

考了Gond等[5]总结的员工CSR反应的三大主题，

即员工 CSR 参与的驱动因素、CSR 的评价过程，

以及 CSR 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由此，本文依据

以上两种分类进行文献归纳和梳理：(1)文化对员

工 CSR 参与的影响(哪些文化驱动或者抑制员工

参与组织的 CSR 活动)；(2)文化对员工 CSR 评价

的影响(文化在员工对 CSR 的认知和情感评价过

程中起什么作用)；(3)文化对员工 CSR 相关态度

和行为的影响(在文化的影响下，员工如何、为何

以及何时对 CSR 做出态度和行为的反应)。 

(二) 样本选择 

为了保证文献来源的权威性和全面性，本研

究检索了国内外截至 2021 年 4 月发表的相关研

究。具体检索步骤为：(1)分别选择[“企业社会

责任/社会责任/企业伦理/企业公民/企业社  

会绩效/企业慈善/可持续发展/绿色行为”＋ 

“文化/面子/关系/儒家/道家/宗教”＋“员

工”]为主要检索词，文献来源为“CSSCI”，得

到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共 5 篇；(2)分别选取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social 

responsibility / enterprise ethics / corporate 

citizenship /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 

corporate philanthropy / sustainability / green 

behavior” ＋ “culture / mianzi / guanxi / 

confucianism / taoism / religion” ＋ “employee”]

为主要检索词，在 Web of Science、EBSCOhost、

Springer、Emerald 等数据库中对同行评审的英文

文献进行检索，文献级别为 SCI 或 SSCI，共检索

到相关英文文献 65 篇；(3)根据文章摘要和内容

再次筛选文献：一是研究必须以企业员工为对

象；二是必须关注社会文化和个人文化价值观的

影响；三是必须为规范的定量或者定性研究(如明

确的样本量、变量信度、详细的访谈对象和过  

程等)。 

经过以上三个步骤，最终得到 26 篇样本文

献。文化作为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影响研究分

别为 13 项和 15 项，其中，2 项研究同时探讨了

文化的两类作用路径[7,14]。针对员工 CSR 反应的

三大主题，在回顾和梳理现有研究后，形成了该

领域研究的整体脉络图，见图 1。 

 

 

图 1  文化对员工 CSR 反应研究的整体脉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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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指标和样本来源情况 

在文化指标选取上，除部分跨文化研究基于

GLOBE 和 Schwartz 文化理论将国家(集群)作为

文化代理变量外 [13,27−28]，大部分研究考察了

Hofstede 和 GLOBE 文化框架的一个或几个维度

的影响，其中，得到最多检验的文化依次为个人

主义−集体主义及其相关的衍生变量(如制度集体

主义、群体内集体主义、自我建构等)、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此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社会公

理、理想主义−相对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详见表 1。 

现有研究覆盖了 45 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

界国家和地区总数的 19.3%，研究样本来源较多

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法国、英国、

德国和加拿大。学者们对 19 个国家开展了 2 次

以上研究，其中亚洲国家 7 个，欧洲国家 6 个，

美洲国家 4 个，非洲国家 1 个，大洋洲国家 1 个，

详见表 2。由此可见，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国家

或地区的员工被关注较多，而对非洲和大洋洲员

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 

(四) 不同文化的概念界定 

由于现有研究涉及十多种文化且它们之间

具有显著差别，因此，本研究对各个文化进行概

念界定，详见表 3。 

 

表 1  影响员工 CSR 反应的文化 

文化 文化层次 篇数 文献来源 

国家(集群)作为 

文化的代理 
社会 9 

Kowalczyk 和 Kucharska, 2020; McNamara 等, 2017; Doegl 和

Holtbruegge, 2014; Wei 等, 2014; Van den Heuvel 等, 2014 ；Jamali 等, 

2009; Quazi 和 O’Brien, 2000; Orpen, 1987; Khan 和 Atkinson, 1987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 2 刘俊和秦传燕, 2018; Oumlil 和 Balloun, 2009 

个体 6 
Jia 等, 2019; Rupp 等, 2018; Farooq 等, 2017; Farooq 等, 2014; Kim Y 和

Kim S, 2010; Vitell 等, 2003 

制度−群体内集体主义 
社会 3 Witt 和 Stahl, 2016; Mueller 等, 2012; Waldman 等, 2006 

个体 1 Hofman 和 Newma, 2014 

自我建构 个体 1 Simpson 等, 2020 

权力距离 
社会 5 

Witt和Stahl, 2016; Lakshman等, 2014; Waldman等, 2006;  Mueller等，

2012; Oumlil 和 Balloun，2009 

个体 2 Kim Y 和 Kim S, 2010; Vitell 等, 2003 

不确定性规避 
社会 2 刘俊和秦传燕, 2018; Mueller 等, 2012 

个体 2 Kim Y 和 Kim S, 2010; Vitell 等, 2003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社会 1 Oumlil 和 Balloun, 2009 

个体 3 Hofman 和 Newma, 2014; Kim Y 和 Kim S, 2010; Vitell 等, 2003 

长期取向−短期取向 

(孔夫子主义) 
个体 2 Kim Y 和 Kim S, 2010; Vitell 等, 2003 

人文取向 社会 2 Witt 和 Stahl, 2016；Mueller 等, 2012 

未来取向 社会 1 Mueller 等, 2012 

理想主义−相对主义 个体 1 Vitell 等, 2003 

社会犬儒主义 个体 1 West 等, 2015 

酬劳相宜 个体 1 West 等, 2015 

道家文化 个体 1 Xing 和 Starik, 2017 

儒家和道家工作价值观 个体 1 颜爱民等, 2018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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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来源国情况 

国家 数量 百分比 国家 数量 百分比 

中国 14 12.2 澳大利亚 4 3.5 

美国 11 9.6 巴西 3 2.6 

印度 8 7.0 南非 3 2.6 

法国 6 5.2 墨西哥 3 2.6 

英国 5 4.3 韩国 3 2.6 

德国 5 4.3 新加坡 3 2.6 

加拿大 5 4.3 俄罗斯 2 1.74 

荷兰 4 3.5 土耳其 2 1.74 

日本 4 3.5 巴基斯坦 2 1.74 

西班牙 4 3.5 其他 24 20.9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表 3  文化概念界定 

序号 文化 定义 

1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个体融入群体的程度[29]  

2 
制度−群体内

集体主义 

制度集体主义是指个体认为集体成员间应该统一行动，鼓励和褒奖资源的集体性分配的程

度；群体内集体主义代表个体应该向家庭或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公司)表达自豪感、忠诚

和凝聚倾向的程度[30]  

3 自我建构 
独立自我是个体将自我与他人进行区分的程度；互依自我则是个体将自我与他人联系起来

的程度[31]  

4 权力距离 组织和团队中拥有最小权力的成员被要求和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29]  

5 不确定性规避 个体拒绝容忍事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程度[29]  

6 
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 
男性气质代表个体重视自信和竞争力，女性气质则代表个体重视谦虚和关怀[29] 

7 
长期取向− 

短期取向 

由“孔夫子主义”发展而来，长期取向是指个体注重培养以未来回报为导向的美德，特别

是毅力和节俭；短期取向则代表着个体对过去和已有道德标准的依从，特别是尊重传统、

保留面子和履行社会义务[32]  

8 人文取向 
社会或组织中的个体被鼓励以公平、利他、友好、慷慨、关心和仁慈的方式去对待他人，

并因此得到奖赏的程度[33]  

9 未来取向 个人在组织和社会中参与未来取向行为(如计划、投资未来、延迟个体和集体满足)的程度[33]

10 
理想主义− 

相对主义 

高理想主义者关注他人福祉，坚持避免伤害他人，且认可自我的道德行为会带来理想的结

果；高相对主义者在做决策时关注具体情境和结果，对社会道德规范持怀疑态度[34]  

11 社会犬儒主义 
代表了人性的消极面，指个体对部分人抱有偏见、不相信社会规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信念[35]  

12 酬劳相宜 代表着个体认为通过努力、知识、谨慎计划等投入终将会获得成功的信念[35] 

13 道家文化 
不仅主张贵和有度，追求身心、人我、社会、天人等多层面的和谐，而且从本体论、方法

论、处世论等层面主张化解冲突、促进和谐[36]  

14 
儒家和道家 

工作价值观 

儒家工作价值观是指员工基于儒家主要思想(仁、义、礼等)而形成的工作观念，如对组织

忠诚、友善对待同事、坚定工作目标等；道家工作价值观是指员工基于道家哲学主要思想

(如无为、无名等)而形成的工作观念，如尊重个体间差异、向下属授权等[37]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经济学研究              颜爱民，蒋碧云，臧志梅：文化如何影响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应？——研究述评与展望 

 

105

 

 

三、文化作为前因变量的影响研究 

 

在文化作为前因变量的影响研究中，主要有

文化对员工 CSR 认知和员工 CSR 相关态度的影

响，个别研究探讨了文化对员工 CSR 参与的影

响。详见表 4。 

(一) 文化对员工 CSR 认知的影响 

员工 CSR 认知包括员工对 CSR 的感知、归

因、意义建构等方面[5]，其中，现有研究集中探

讨了文化对员工 CSR 感知的影响。员工 CSR 感 

知是指员工对企业以员工、消费者、政府、公众

和环境等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 CSR 实践的理解，

以及对相关 CSR 绩效的评价[17]，分为整体 CSR

感知和特定 CSR 感知。 

1. 文化对员工整体 CSR 感知的影响 

研究发现与员工 CSR 感知正相关的文化包

括不确定性规避、孔夫子主义和理想主义，负相

关的文化包括权利距离和相对主义。基于个人主

义价值观的员工重视组织行为的工具性价值(如

薪酬政策)而非利他性活动的价值(如 CSR 实践)，

Rupp 等[12]证实了个人主义与 CSR 感知显著负相

关。此外，Vitell 等[41]发现不确定性规避、孔夫 

 

表 4  文化作为前因变量的影响研究 

序号 前因变量 样本 结果变量 文献来源 

1 个人主义 
加拿大、中国大陆、法国、中国香港和

新加坡的 673 名员工 
CSR 感知 Rupp 等, 2018[12]

2 道家领导 
中国大陆的 42 名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和

员工 

亲环境态

度和绿色

行为 

Xing 和 Starik, 

2017[16]  

3 
制度集体主义、 

权力距离、人文取向 

德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

73 名公司高层管理者 
CSR 取向 

Witt 和 

Stahl, 2016[27] 

4 集体主义、男性气质 
中国大陆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的 280

名员工 
CSR 感知 

Hofman 和

Newma, 2014[38] 

5 Schwartz 文化价值观 
某荷兰银行的全球各地业务单元的 416

名员工 
CSR 取向 

Van den Heuvel等, 

2014[13]  

6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 

性规避、权力距离、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孔夫子主义 

韩国的 150 名公共关系从业人员 CSR 感知 
Kim Y 和 Kim S, 

2010[39]  

7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不确定性规避、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权力距离 

美国和摩洛哥的 172 名管理者 

员工的企

业伦理价

值观差异

性 

Oumli 和 

Balloun, 2009[14] 

8 国家整体文化 
黎巴嫩的 185 名管理者、叙利亚的 76

名管理者、约旦的 72 名管理者 
CSR 取向 

Jamali 等,  

2009[40]  

9 制度集体主义、权力距离 15 个国家的 4656 名管理者 CSR 取向 
Waldman 等, 

2006[11]  

10 

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 

个人主义、男性气质、孔夫子主义、

理想主义−相对主义 

美国的 235 名市场经理 

感知到的

公司伦理

价值观 

Vitell 等,  

2003[41]  

11 国家整体文化 
澳大利亚的 102 名 CEO 和孟加拉国的

218 名 CEO 
CSR 取向 

Quazi 和 O’Brien, 

2000[42]  

12 国家整体文化 
美国的 164 名管理者和南非的 151 名管

理者 
CSR 态度 Orpen, 1987[43] 

13 国家整体文化 
英国的 48 名高层管理者和印度的 41 名

高层管理者 
CSR 感知 

Khan 和 

Atkinson, 1987[44]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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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主义与员工感知的伦理和社会责任重要性

(PRESOR)正相关，原因是具有以上价值观的员

工更愿意遵守组织规则，对利益相关者诉求更敏

感，且能有效控制自我欲望；相较而言，权力距

离与 PRESOR 负相关，因为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更

愿意为了达成公司目标而牺牲自我道德标准；此

外，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了

PRESOR。 

2. 文化对员工特定 CSR 感知的影响 

有两项研究检验了文化对员工特定 CSR 感

知的影响[38−39]。研究发现，个人主义主张以自我

利益为中心，因此负向影响员工对 CSR 承诺的感

知；男性气质强调竞争和物质成就，因此负向影

响以社会为中心的 CSR 感知；孔夫子主义重视未

来价值，因此正向影响员工对 CSR 商业实践以及

CSR 积极作用的感知；此外，高不确定性规避价

值观的员工更能感知到 CSR 的积极作用。然而，

集体主义对外部 CSR 感知的影响存在争议，一方

面，Hofman 和 Newma[38]揭示了集体主义与以员

工为中心的 CSR 感知正相关，与外部 CSR 感知

不相关；另一方面，Kim Y 和 Kim S[39]却发现集

体主义正向影响员工的 CSR 商业实践感知(外部

CSR 感知的一种)。员工的行业和岗位属性可能

是造成以上差别的影响因素：前者的研究对象为

制造业员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高强度劳动

下，他们可能无暇顾及外部 CSR，而是更关心所

在组织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后者关注公共关系

人员这一特殊群体，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

的 CSR 沟通是他们的重要工作职责，当员工具有

高集体主义价值观时，他们会从全面和系统的角

度看待问题，进而对外部 CSR 更为敏感。 

(二) 文化对员工 CSR 相关态度的影响 

相关研究关注的员工 CSR 态度包括 CSR 取

向、伦理价值观、CSR 支持等，其中对 CSR 取

向的研究最多且争议最大。目前，学界尚未形成

对员工 CSR 取向的统一定义，接受程度最高的是

Burton 和 Hegarty [45]的观点，他们基于卡罗尔的

四维社会责任理论将 CSR 取向定义为“个体对

组织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相关的责任行为

的整体支持态度”。此外，Quazi 和 O’Brien[42]

提出了 CSR 二维跨国模型，从传统(企业应该在

短期内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经济(企业应该在

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服务社会)、现代(企业应该回

应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诉求)、慈善(企业应该基

于利他和道德的原则而服务社会)四个方面区分

了 CSR 取向。学者们根据以上分类分别探讨了文

化如何影响员工 CSR 取向。 

1. 基于四维社会责任理论的 CSR 取向研究 

早在 1987 年，Khan 和 Atkinson[44]就发现，

印度和英国管理者一致认为应将企业的社会目

标与经济目标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该研

究仅基于两国情境且样本数量有限。 

近 20 年以后，基于国家集群文化理论的研

究挑战了上述结果。Van den Heuvel基于Schwartz

文化框架，探讨了来自三个具有文化差异的跨国

集群(西欧国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南亚国家)

的员工 CSR 取向差异，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和南亚国家的员工最关心企业的法律和经济责

任，而西欧国家的员工对企业的伦理责任和慈善

责任的重视程度最高 [13] 。Waldman 等 [11] 从

GLOBE 文化框架出发，发现不同文化情境下的

管理者 CSR 取向存在显著差别：低权力距离情境

下的管理者更重视对员工和顾客的平等对待和

利益共享，因此同时支持内部和外部 CSR；制度

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应对更大的集体(包括外部利

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和义务，故而该文化情境下的

管理者更关心以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为中心的

CSR；相较而言，群体内集体主义情境下的管理

者倾向于将家庭以外的利益相关者视为外群体，

所以他们对 CSR 并不关心。 

尽管以上两项研究均支持了国家集群文化

理论对员工 CSR 反应的解释力，但是 Witt 和

Stahl[27]却发现管理者的 CSR 取向与现有的

GLOBE 文化集群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德国(日耳

曼欧洲集群)、中国香港(儒家亚洲集群)和美国(盎

格鲁集群)的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

股东，日本(儒家亚洲集群)管理者认为是社会，

而韩国(儒家亚洲集群)管理者则将员工置于利益

相关者之首。该研究结果还表明，经济制度因素

对员工 CSR 取向差异的解释力可能强于集群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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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二维跨国模型的 CSR 取向研究 

Quazi 和 O’Brien [42]发现，孟加拉国和澳大

利亚的 CEO 持有现代和传统两种截然不同的

CSR 观点。Jamali 等[40]对中东三个邻国(黎巴嫩、

叙利亚和约旦)的管理者的 CSR 取向研究发现，

三国的管理者基本赞同传统和现代的观点，且更

赞同现代观点，这表明中东地区有相当多的管理

者认为企业应该维护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福祉。

然而，相比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管理者更赞

同慈善观点。此外，来自叙利亚和约旦的管理者

持有社会−经济观点，而黎巴嫩的管理者则没有。 

3. 文化对管理者企业伦理价值观的影响 

Oumlil 和 Balloun[14]发现，受集体主义文化

(以摩洛哥为例)影响的管理者更依赖组织且与员

工共享组织价值观，而受个人主义文化(以美国为

例)影响的管理者更关注自身利益且同一群体内

的个体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因此，摩洛哥管理者

在企业伦理价值观上的差异小于美国管理者。 

4. 文化对员工 CSR 支持程度的影响 

Orpen[43]比较了美国和南非管理者的 CSR 态

度，发现美国管理者更支持企业履行 CSR。尽管

研究者未深入阐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是他

指出社会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 文化对员工 CSR 参与的影响 

目前学界鲜有探讨文化如何驱动员工 CSR

参与，只有 Xing 和 Starik[16]在对 42 名中国大陆

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和员工进行深入访谈后发

现，中国情境下道家领导(taoist leadership)的三大

特征(拒绝控制、逆向思维和无私)能有效促进员

工的亲环境态度和绿色行为。 

 

四、文化作为调节变量的影响研究 

 

文化不仅会对员工 CSR 反应产生直接影响，

还会调节 CSR 与员工态度、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

系，以及组织、员工相关因素与员工 CSR 认知之

间的关系。从被调节关系的结果变量看，现有研

究重点关注了文化如何影响员工 CSR 相关态度

和认知，此外，有两项研究检验了文化对员工

CSR 相关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详见表 5。 

(一) 文化作为影响员工态度的边界条件 

现有研究检验了文化如何调节 CSR 与员工

组织承诺、组织认同、工作投入和组织信任之间

的关系。除了国家/地区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外，

相关文化还包括人文取向、制度集体主义、群体

内集体主义、未来取向、权力距离、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男性气质、社会犬儒主义、酬劳相   

宜等。 

1. 文化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 

从跨文化视角看，大部分研究支持了文化对

员工组织承诺的显著影响。 Kowalczyk 和

Kucharska[46]对德国和波兰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

满意度对员工 CSR 感知与品牌承诺之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高水平工作

满意度的德国员工对 CSR 感知与品牌承诺之间

的关系更敏感，而在波兰，只有当员工工作满意

度低时，他们才对以上关系更敏感。基于 GLOBE

文化框架，Mueller 等[55]的大样本研究揭示了在

较高人文取向、制度集体主义、群体内集体主义、

未来取向和较低权力距离的文化情境下，员工

CSR 感知对情感承诺的正向影响更强；Mcnamara

等[28]也发现，与儒家和拉美文化集群的员工相

比，盎格鲁文化集群员工的外部 CSR 感知与情感

承诺的关系更密切。此外，学者们还对东西方文

化进行了对比。由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东方文

化情境下的员工强调依赖雇主，且通常基于互惠

原则对组织内部 CSR 投入产生高水平的承诺，基

于此，Wei 等[6]的研究证实，相比加拿大员工，

中国台湾员工的内部 CSR 感知与组织承诺之间

的正相关关系更强。尽管上述四项研究均从跨文

化视角支持了文化对 CSR 感知与组织承诺的显

著影响，但是 Doegl 和 Holtbruegge[53]却发现企业

环境责任通过环境声誉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

并不存在跨文化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全球化促

进了企业环境文化价值观的趋同。 

基于员工的个体文化价值观差异视角，

Hofman 和 Newma[38]的研究发现，集体主义价值

观的员工依恋组织内群体、更关注以员工为中心

的 CSR，而具有男性气质的员工则关注 CSR 的

工具性价值，进一步地，研究证实了集体主义正

向调节员工内部 CSR 感知与规范承诺的关系，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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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文化作为调节变量的影响研究 

序号 调节变量 样本 调节关系 文献来源 

1 
国家 

整体文化 

816 名德国和 879 名 

波兰的建筑业员工 

CSR 文化在员工感知的利益相关者 

压力和 CSR 实践之间的中介作用；

工作满意度对 CSR 实践和员工品牌

承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Kowalczyk 和

Kucharska, 2020[46]

2 

自我建构(独

立自我/互依

自我) 

研究 1：北美的 1032 名全职和兼

职员工；研究 2：通过在线劳动力

市场招募的 300 名美国员工 

员工共创活动对 CSR 感知的影响 
Simpson 等, 

2020[47]  

3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中国大陆多行业的 250 名员工 

内部 CSR 感知通过组织支持感影响 

工作投入；外部 CSR 感知通过组织 

自豪感影响工作投入 

Jia 等, 2019[48] 

4 个人主义 
加拿大、中国大陆、法国、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 673 名员工

员工的 CSR 特定相对自主性对 

CSR 感知和工作投入的调节作用 
Rupp 等, 2018[12] 

5 

不确定性规

避、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全球不同国家的 11 690 名员工 CSR 感知对员工绩效的影响 
刘俊和秦传燕, 

2018[15]  

6 
儒家和道家

工作价值观 
中国大陆多行业的 385 名员工 CSR 感知对建言行为的影响 颜爱民等, 2018[49]

7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法国和巴基斯坦的 415 名员工 

外部 CSR 感知通过外部声誉正向 

影响组织认同；内部 CSR 感知通过 

尊重正向影响组织认同 

Farooq 等,  

2017[50]  

8 
GLOBE 

文化集群 

盎格鲁、儒家和拉丁美洲 

文化集群的 9403 名员工 

CSR 感知对情感承诺/ 

员工敬业度的影响 

Mcnamara 等, 

2017[28]  

9 
社会犬儒主

义、酬劳相宜
加拿大 130 名零售员工 

外显 CSR 经历对 CSR 感知的影响；

CSR 感知对组织信任的影响 
West 等, 2015[51] 

10 
集体主义、 

男性气质 

中国大陆出口导向型制 

造业的 280 名员工 

CSR 感知对组织承诺(情感承诺和规

范承诺)的影响 

Hofman 和 Newma, 

2014[38]  

11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巴基斯坦的 378 名员工 

不同类型企业的 CSR 对组织认同和

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Farooq 等, 2014[52]

12 
国家 

整体文化 

德国、美国、中国大陆和印度的

215 家公司的高管 

CSR 活动通过环境 

声誉影响组织承诺 

Doegl 和

Holtbruegge, 

2014[53]  

13 
国家 

整体文化 

加拿大 196 家公司以及中国台湾的

164 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内部 CSR 感知与组织承诺的关系 Wei 等, 2014[6] 

14 权力距离 

美国的 184 名大学生、法国的 125

名 MBA 学生、印度的 152 名 MBA

学生、爱沙尼亚的 163 名管理者

员工裁员归因对 CSR 感知的影响 
Lakshman 等, 

2014[54] 

15 
GLOBE 

文化维度 
17 个国家的 1084 名员工 CSR 感知对情感承诺的影响 Mueller 等, 2012[55]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性气质正向调节员工以社会为中心的 CSR 感知

和情感承诺/规范承诺之间的关系。 

2. 文化对员工组织认同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

影响。与 Hofman 和 Newma[38]的解释逻辑一致，

Farooq 等[52]的研究发现，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正

向调节内部 CSR 感知对组织认同的影响，负向调

节以社区为中心的 CSR 感知(外部 CSR 感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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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组织认同的影响。然而，在探讨 CSR 感知

与组织认同的中介机制后，Farooq 等[50]的另一项

研究发现，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增强了感知声望

在外部 CSR 感知与组织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员

工个人主义价值观强化了感知尊重在内部 CSR

感知与组织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这是因为个人

主义价值观的员工更关注个体被尊重的程度，而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员工则对集体声誉更敏感。综

上, 关于文化对CSR与组织认同之间关系的调节

效应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3. 文化对员工工作投入和敬业度的影响 

Mcnamara 等[28]发现儒家和拉美文化集群员

工的外部 CSR 感知与敬业度正相关，而二者之间

的关系在英国员工(盎格鲁文化集群)中则不显

著。Rupp 等[12]检验了员工动机与文化的交互作

用对员工 CSR 感知与工作投入的调节机制，发现

CSR 相对自主性(员工遵守、支持、参与 CSR 活

动的情境化动机)正向调节 CSR 感知和工作投入

之间的关系，且随着个人主义程度的提高，这种

放大效应会进一步增强。与 Farooq 等[50]的解释逻

辑一致，Jia 等[48]研究发现，员工个人主义价值观

正向强化了组织支持感在内部 CSR 感知与工作

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员工集体主义价值观正向

强化了组织自豪感在外部 CSR 感知与工作投入

之间的中介作用。 

4. 文化对组织信任的影响 

West 等[51]基于社会公理理论的研究发现，社

会犬儒主义和酬劳相宜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员

工的外显 CSR 经历 (employee experiences of 

explicit CSR of the firm)与组织不信任之间的关

系，即相比高社会犬儒主义的员工，低社会犬儒

主义的员工的外显 CSR 经历更能有效减少其对

组织的不信任。此外，高水平酬劳相宜的员工更

加关注工作的实际回报，故而他们对组织的信任

程度更多是基于工作相关的经历，不容易受到与

工作相关性低的经历(如外显 CSR 经历)的影响。 

(二) 文化作为影响员工 CSR 认知的边界  

条件 

除了国家/地区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外，间接

影响员工 CSR 认知的文化还包括社会公理、自我

建构、权力距离等。由于持有社会犬儒主义信念

的员工对伦理道德的认同度低，因此，社会犬儒

主义削弱了外显 CSR 经历对员工 CSR 感知的正

向影响[51]。Simpson 等[47]的实验研究发现，员工

CSR 共创对 CSR 感知的积极影响只有在具有互

依自我价值观的员工中才显著，这是因为相比独

立自我价值观的员工，互依自我价值观的员工更

重视自我与组织的紧密联系。此外，Kowalczyk

和 Kucharska [46]的最新研究发现，德国和波兰员

工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对 CSR 感知均有显著影响，

但是 CSR 文化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适用于波

兰员工。以上三项研究均支持了文化对管理现象

的解释力，然而，Lakshman 等[54]的研究揭示了

高层管理者的裁员决策对员工 CSR 感知的影响

并不具有显著的跨文化性。具体来说，来自美国、

法国、印度和爱沙尼亚的员工对组织裁员的公平

感知与 CSR 感知显著正相关，将裁员归因于最高

管理者与 CSR 感知显著负相关，而国家权力距离

对以上关系均无显著调节作用。 

(三) 文化作为影响员工行为和绩效的边界

条件 

国内学者研究了文化对员工 CSR(感知)与行

为/绩效关系的调节影响。颜爱民等[49]发现，由于

儒家和道家价值观强调和谐，因此负向调节员工

CSR 感知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刘俊和秦传燕[15]

分析了样本来源国文化对 CSR 与员工绩效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不确定性规避、个

人主义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相较而言，经济水

平、行业特征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该结果也表

明，国家或地区文化对微观现象的解释力可能弱

于经济和行业等因素。 

 

五、总结与展望 

 

CSR 全球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迄今为止，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同它是实现企业有效的内

外部管理和基业长青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文

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我们很难形成一个全球公

认的 CSR 视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本

领域研究在以下几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发展：(1)

尽管部分研究以中国员工为样本，但是基于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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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的研究亟待丰富；(2)在世界范围内，仍

有某些可能会影响员工 CSR 反应的文化未得到

关注；(3)对于造成文化解释力不一的原因有待深

入挖掘；(4)现有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有鉴于此，

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 进一步挖掘中国本土文化的作用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增长后，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实践者已将可持续发

展作为重要关注点。中国政府主张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把可持续发展

作为经济发展长期目标，CSR 将是其中的重要实

现方式。然而，管理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的，是

与现实相融合的[56]。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正式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和被信赖程度较低，企业

和员工更多受非正式制度(如文化)的影响，因此，

有必要基于民族文化角度探讨企业的重要利益

相关者如何对 CSR 进行反应。本文建议从以下三

个方面探索中国本土文化对员工 CSR 反应的可

能影响。 

1. 中国本土文化对员工 CSR 参与的影响 

未来可以从情感和工具性的角度思考中国

本土文化对员工 CSR 行为的可能影响。一方面，

从情感角度看，儒家、佛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可

以成为员工 CSR 行为的深层依据。“仁”是儒家

思想的核心，所谓“仁者，爱人”“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达则兼济天下”。慈善已被视为佛

家思想的本质属性和要求[57]，如其六度之首为

“布施”，包括财施、法施、无畏施。墨家思想

主张“兼爱”，所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

则乱”。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布

施”和“兼爱”思想会让员工从本质上认可

CSR 的利他性价值并因此做出 CSR 参与行为。 

另一方面，从工具性角度看，未来可以在研

究中考虑关系(guanxi)和面子(mianzi)的重要影

响。关系是指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等级社会中，基

于共同的兴趣和利益、通过互惠和交换而形成的

一种特殊的个人或社会联结[58]，具体形式包括企

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组织内个体

的关系等。面子是“每个成员都想为自己争取的

公共自我形象”[59]，维护和争取面子被视为中国

人构建良好社会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基于关系

和面子的动态性、交换性和差序性，在利益相关

者的压力下，管理者或员工可能会出于利益交

换、组织形象或个人面子的考虑而做出 CSR 参与

行为。 

2. 中国本土文化对员工 CSR 评价、相关态

度和行为的影响 

在员工对 CSR 的评价及其相关态度和行为

的影响研究中，领导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现有

研究已经关注魅力型领导、责任型领导、真实型

领导等，而深刻打上中国文化烙印的悖论型领

导、中庸型领导、家长式领导却鲜被关注。 

悖论型领导是基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通

过看似竞争实则相互关联的行为解决组织管理

中的多重甚至矛盾需求的领导方式[60]。中庸型领

导是在管理和决策中能从全局出发，在满足内外

部和谐的要求下，考虑和整合不同成员的观点，

并根据情境不断调整行动策略的领导方式[61]。综

上，悖论型领导强调矛盾的调和，中庸型领导强

调一贯的和谐。因此，受悖论型领导和中庸型领

导影响的员工会具有更强的 CSR 感知，倾向于做

出实质性 CSR 归因(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

机是为社会服务)，进而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和 

行为。 

此外，未来可关注家长式领导不同维度的差

异性影响。具体而言，威权领导强调领导的绝对

权威，仁慈领导表现出对下属的体恤和关怀，德

行领导则表现出高尚的品德、自律和无私[62]。基

于此，威权领导会让员工感知到高权力距离，进

而负向影响员工的内部 CSR 感知，使员工做出象

征性 CSR 归因(组织试图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来获得声誉和经济利益)，或产生一些相对消极的

工作态度和行为。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可能会正

向影响内部 CSR 感知，引导员工做出实质性 CSR

归因，并产生一些相对积极的态度和行为。 

3. 亚文化对员工 CSR 反应的影响 

文化差异除了存在于国家和文化集群之间，

也可能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间，同一国家

的特定区域独有的文化被称为亚文化。早在 1996

年，Ralston 等[63]调查了来自中国北方、东部、中

南、东北、西北、西南 6 大区域的 704 名国有企

业经理，发现他们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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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因此，在中国

极有可能存在若干种亚文化。此外，乡镇员工和

城市员工具有显著的文化包容性差异，基于此，

Dawkins 等[64]建议从农村和城市分别抽取样本以

发掘 CSR 的差异性影响。据此，亚文化的影响可

能是未来一个有意义的探索方向。 

(二) 关注其他社会文化对员工 CSR 反应的

影响 

现有研究忽视了Hofstede文化框架的第六个

维度——放纵−克制对员工 CSR 反应的预测作

用。放纵是指相对自由地满足享受生活、娱乐等

人类基本需求和自然欲望的倾向，与之相反，克

制是指以严格的社会规范去限制和调节个体基

本需求和自然欲望的倾向[65]。一般而言，美国和

西欧国家多为放纵型文化，而东欧和亚洲国家多

为克制型文化。放纵−克制能显著正向影响个体

对道德纪律的重视程度[66]、促进亲社会行为[67]

等。由于 CSR 具有显著的组织伦理属性，并且员

工对道德的关注会显著正向影响 CSR 感知及其

相关的态度和行为，因此，相比高放纵文化下的

员工，高克制文化情境(如中国)的员工可能具有

更强的 CSR 感知和更高程度的 CSR 参与。 

宗教也可能会影响员工 CSR 反应。首先，不

同的宗教在认定“内群体”和“外群体”上有

区别，如穆斯林通常区别对待本教信徒和其他教

派信徒，相较而言，佛教徒持有“众生平等”的

信念[68]，因此，有佛教信仰的员工可能更倾向于

兼顾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对外部 CSR 更敏

感，或依据“平等原则”分配组织的 CSR 资源。

其次，宗教信仰可能会影响员工的 CSR 取向，

Brammer 等[68]以 20 个国家的 17 000 多人为样本

探讨了宗教信仰与个体 CSR 取向之间的关系后

发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强调企业经济

责任的重要性，而犹太教和佛教则持相反观点。

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工作场所中的宗教信仰

对员工 CSR 反应的差异性影响。 

(三) 进一步揭开文化解释力差异的“黑箱” 

现有研究发现相同或相似文化的解释方向

或解释程度不一致，然而，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

次原因仍有待挖掘。首先，需探讨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Jamali 和 Karam [69]指出，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 CSR 特殊性源于其受到正

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影响，Liu 等[70]发现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其 CSR 参与的显

著正相关关系受到政治联系(非正式制度)和区域

制度发展水平(正式制度)的共同调节，因此，未

来可探讨正式制度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如何影响

员工 CSR 反应。其次，需多层次地考察社会文化

和组织属性如何共同影响员工 CSR 反应。Jamali

等[71]证实了国家文化与公司特定归因的交互作

用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在高

度个人主义和男性气质的文化中(如意大利)，当

一个公司取得 CSR 质量证书(如获得 SA8000 认

证)时,内部 CSR 倡议将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

行为。该研究挑战了以往的发现——在高个人主

义和男性气质的文化情境中，内部 CSR 对员工行

为无显著影响[38,55,52]。因此，我们推断组织层面

的因素(如组织能力、组织文化、领导力等)与社

会文化可能存在其他的交互影响。 

(四) 采用多重研究方法的汇聚 

多重研究方法的汇聚是指采取多种方法(如

问卷调查、实验、质性和纵向研究等)来证明因果

关系，以确保结果的可复制性[72]。大部分现有研

究采用单一研究方法，其中，问卷调查法占 76%，

实验法占比仅为 12%，只有少部分学者尝试了多

重方法，如 Farooq 等[50]采用了纵向问卷调查研

究，Simpson 等[47]采取问卷调查与场景实验相结

合的方法。因此，未来研究应多采用实验研究方

法，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更稳健的支持。

根据梁觉和周帆[73]的建议，文化研究可采用多种

组合的实验策略，如“实验人类学(experimental 

anthropology)”“文化启动 (culture priming)”

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化通常不能被操纵，

因此通常只能采用准实验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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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culture influence employees’ response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YAN Aimin, JIANG Biyun, ZANG Zhimei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deepening of micro-CSR studies all over the world, employees' responses to 

CSR has become a newly-emerging research direction.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26 relevant literatur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tudy comes up with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future researches with 

Chinese culture as the perspective can explore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relative thoughts and local leadership. Secondly, although the academia has attended to 

more than 10 values of social or individual cultures, the existent studies on each culture are not only 

comparatively scarce but also lack comparabil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from 

more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irdly, as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culture could not completely explain 

employees' different CSR responses, future studies can take in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e and formal 

system. Lastly, as existent research method has been relatively few, future research can employ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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